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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欧美科技强国的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仍存在明显不足。在加大R&D投入和对标世界一流成为普遍共识的大背景下，准确理解创新与R&D之间内在联动机制尤为关键。为此，本文首先对创新的本质属性以及其与R&D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企业直接参与各类R&D活动是持续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在此基础上，从多个维度对中美企业R&D活动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美国企业研发投入、研发强度、全国占比等方面优势明显，R&D三种类型活动更加均衡。最后，从增加政府直接投入、制订收税优惠政策、借鉴标杆最佳实践等方面，提出了增强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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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widespread agreement that increasing R&D generally is critical to improve the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he pathways from R&D to innovation, however, is a more ambiguous question. To make it clear, this study, first, explores mechanisms linking R&D and innovation, and it indicates that striking a balance among basic research, applied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development is necessary for enterprises to build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Second, a systematic comparison of R&D management between US and Chinese enterprises is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US enterprises have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R&D investment, R&D intensity and the share of R&D in national system. The share of different R&D activities of US enterprises is more balanced.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and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government funding support to enterprises,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and benchmarking best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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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科技创新对中国来说，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还是生存问题，更是赢得未来竞争的关键。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也是国家科技创新竞争的主要载体。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是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核心基础。近年来，中国企业的总体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在科技研发投入、科技成果产出、创新榜单入选企业数量等方面居于全球前列。但是，与美国、欧盟、日本等科技强国的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还存在很大差距[1]，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依然存在“卡脖子”问题。在此背景下，挖掘中国企业科技创新短板，探索中国企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路径，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也是各界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
开展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是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主要举措。然而，增加R&D投入是否一定提升创新能力？R&D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三种类型，企业是否需要直接参与各类研发活动尤其是基础研究？美国作为全球头号科技创新强国，其企业R&D管理模式有哪些经验值得中国企业借鉴？围绕这些问题，本文首先对创新的本质属性进行了系统梳理，对R&D与创新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创新螺旋的概念和企业需要直接参与各类R&D活动的必要性。然后，本文从研发投入、研发强度、全国占比、研发结构等维度对中美企业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美国企业研发投入、研发强度、全国占比等方面优势明显，R&D三种活动类型的比例也更加有利于促进创新。最后，基于对中国企业需要逐渐调整研发结构的判断，本文从增加政府直接投入、制订收税优惠政策、主导产学研合作、激发国企创新活力、借鉴标杆最佳实践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2  企业创新与R&D的关系
本部分将讨论创新的本质属性，创新与R&D之间的关系，以及创新与R&D各类活动的关系。
2.1  创新的本质属性
自现代意义上的“创新”概念被熊彼特提出以来，学术界关于创新内涵的讨论从未间断。但对于什么是创新，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至今国内外对“创新”一词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创新有不同的解释，研究角度和研究范围也不尽相同。基于大量文献综述，本文认为创新应具备以下几个本质属性。
创新以知识为基础。1996年，OECD报告《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首次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并指出：“在知识经济中，创新是由生产者和用户之间的交互驱动的，而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则是交互的内容”。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知识属性是创新的本质特征[2][3]，他们认为创新过程中核心输入和输出均是知识。线性模式创新(linear model of innovation)、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创新系统(systems of innovation)等主流创新理论，均以知识流动为主要研究内容，强调基础研究、知识异质性、知识库、知识交换、学习过程、互动网络等在创新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均体现了创新以知识为基础的一种理念。实际上，我们通常所说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等，本质上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尽管其表现形式和外部载体有所差异。
创新具有新颖性和经济社会价值。创新具有很多特性，其中新颖性和具有经济或社会价值是最无争议的。创新领域的很多著名学者[4]，直接将创新定义为“新颖且有用的东西”。根据新颖性程度，创新可以分为“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前者是一种从无到有，对原有技术体系、服务或产品产生颠覆性效果，对相关领域产生根本性变革的变化，后者则是对现有技术体系、服务或产品的完善与改进。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都会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知识，但知识的类型和新颖程度有所不同。关于创新的经济社会价值属性，OECD在报告《Cities and Regions in the New Learning Economy》中指出，创新的内涵比发明创造更为丰富，只有当发明创造被引入到经济领域，实现其潜在的经济价值，它才成为创新。钱颖一在2016年与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一次对话中也提到[footnoteRef:0]，熊彼特对于创新的贡献不仅在于首次提出了创新的概念，更在于他把发明和创新相区别，他认为只有当发明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并指出创新是经济发展和进步的核心动力。彼得·蒂尔则进一步强调创新有时候很难判定，因为只有我们看到了结果，才知道它是创新的东西，而有些创新的经济价值或社会影响可能要很多年以后才能看到。可见，发明创造、学术成果、科学技术等常与创新产生混淆或作为创新指标的概念，只是创新过程中的中间产物，只有它们被实际应用或转化，并产生了实际的经济或社会价值，才能称之为创新。 [0:  钱颖一对话彼得·蒂尔：什么才是创新的逻辑,《财经》杂志，2016年4月19日。] 

创新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创新不确定性是由三个方面决定的：一是创新的概念意味着全新的东西、或将某些东西添加到已经存在的东西上，从而导致未来的事件不遵循过去事件的进程；二是创新相关者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对未来的了解总是不完整的，因此他们无法完全预测他们的行动和决定的结果；三是创新所处的外部环境是不断变化的。鉴于创新的新颖性、创新者能力的局限性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可以合理地假设不确定性也是创新固有的内在特征之一[5]。学术界在识别创新不确定性影响因素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并做了广泛的分类。张维迎[6]认为创新的不确定性应该从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商业价值的不确定性、相关创新的不确定性以及制度、文化和政策的不确定性等四个方面去理解。Jalonen[5]在系统梳理文献的基础上，识别出创新过程中八个不确定性的因素，包括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监管/制度不确定性、社会/政治不确定性、接受/合法性不确定性、管理不确定性、时间不确定性和后果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不仅会影响创新的进程，还会影响创新的成败。
综上，本文认为创新的内涵可以从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理解。从过程看，创新是指知识创造、应用并实现其潜在经济社会价值的过程；从结果看，创新过程充满不确定性，最终实现经济社会价值的结果才能称之为创新。
2.2  创新与R&D
研究与试验发展（R&D）是国际上对科学技术活动进行描述和测度所使用的一个通用术语，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三种类型。人们对创新与R&D关系的认识，与学术界对线性创新模型的争论密不可分。所谓的线性创新模型是将创新构建成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生产及扩散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前后衔接、依次递进的线性过程。线性创新模型直观明了地展示了创新与R&D以及经济的关系，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在政府和公众对创新的认识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多个国家制定创新政策的依据。然而，随着学术界对创新研究的不断深入，线性创新模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批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础研究并非是所有创新的起点。线性创新模型的传统观念认为基础研究是所有创新的起点。从实践来看，人类历史上有些重大创新如蒸汽机、飞行器等并非始于基础研究，与之相对应的热力学、空气动力学等基础研究学科是在这些技术发明出现之后才产生的。但也不可否认，20世纪以后很多新技术范式的出现直接依赖于生物技术、合成化学、核物理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基础研究领域的突破[7]。从理论上看，司托克斯提出的“巴斯德象限”模型更新了人们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以及基础研究和创新之间关系的传统认识。根据巴斯德象限模型，研究可以分为纯基础研究（波尔象限）、应用激发的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和纯应用研究（爱迪生象限），应用研究不一定依赖于基础研究，其不仅可以独立存在，还可以与基础研究兼容（形成巴斯德象限）[8]。可见，基础研究并非创新的唯一起点，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也可以是创新的起点。
二是基础研究不是创新的充分条件。线性创新模型假定基础研究产生的知识成果一定会转化为创新，并必然促进经济增长。这是科学家早期游说政府支持基础研究的说辞，夸大了基础研究的作用[9]。一方面，基础研究所产生的知识只有一部分可以转化为创新，因为不是所有的知识都具备社会经济价值，有些知识的潜在价值暂时不具备转化条件。另一方面，在知识产生、转化、应用和扩散的创新链条中，基础研究只是漫长创新之路的第一步。大量研究表明，从基础研究到产生科学知识、从技术发明到推出新产品再到市场应用，是一个充满各种障碍和瓶颈的过程[7]，其中每一个障碍都有可能导致创新链条中断。因此，增加基础研究投入，不一定提升创新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从长期来看基础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要“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这一点布什[10]在《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报告中也有论述：“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领跑者，一个在基础科学知识方面依赖于他人的国家，不管其机械工艺如何高超，其工业进步将会放缓，在世界贸易的竞争中也终将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因为现实中很多对人类社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创新包括半导体、激光、原子弹、基因工程、生物制药等都是源于基础研究的突破。除了源于基础研究的创新以外，其他源于应用研究的技术研发、工程实践、产品更新迭代也有许多深层次的科学问题需要解答。没有基础研究的支持，基于应用研究的创新也很难得到长足的进展。
三是创新过程单向线性表达过于简单。从线性创新模型的表达形式来看，创新过程的各个阶段是单向的、逐次渐进的。随着对创新实践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创新是一个由多个主体参与、各环节具有复杂反馈机制的过程。Kline和Rosenberg[11]研究发现创新并非是一个各阶段逐次渐进的过程，很多创新相关的活动是同时发生的，这些活动之间不是简单地相互影响，而常常是要经过持续的反馈。创新系统论的学者进一步提出，创新可以理解为一个由企业、研究机构、高校等直接创新主体和政府、金融机构、专业中介机构等间接创新主体围绕创新而实施的一系列创新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各创新主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网络，以及创新所处的环境因素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12]。即便如此，单从知识活动路径或创新流程来看，线性创新模型关于创新阶段的划分以及各类创新活动的流向表述，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总之，R&D活动是创新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短期或单一创新看，基础研究不是创新的唯一源头，也不能必然产生创新，各个环节的知识传递也并非单向。但从长期或整体看，基础研究是持续创新的源泉，创新路径也是遵从依次递进的规律。
2.3  创新螺旋与企业创新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任何一种产品或一项技术都会经历一个从新生到成熟再到衰退和消亡的过程。企业为了长期保持竞争优势，在产品方面需要不断推陈出新，在技术方面需要不断迭代升级，创新则是引领产品推陈出新和技术迭代升级的关键。通常情况下，每一项新产品和新技术的产生都离不开从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到试验发展再到产业化这一创新过程，或称之为创新活动周期。随着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的深入，其相应的缺点也会随之暴露，或是市场端对其提出了新的需求，再或是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这些情况都会激发新一轮创新活动周期，进而推动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从长远发展角度看，企业创新活动是由很多创新活动周期组成，这些创新活动周期在时间上的衔接便构成一个创新螺旋。一个创新活动周期的终点也是下一个创新活动周期的起点，周而复始、没有终点。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创新活动周期并不是上一个周期的简单重复，而是一个增值过程。因此，多个创新活动周期叠加形成的创新螺旋线应该是一个外扩螺旋线。如图1所示，在创新螺旋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生产推广等各个阶段都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各阶段依次递进、相互反馈、互促共进，共同推动创新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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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创新螺旋示意图
理论上，创新螺旋中的每个环节对企业创新都至关重要，也需要企业直接参与，即便是离市场端最远的基础研究，企业也不能全部依靠外部获取。这是因为企业如果企业不从事基础研究，长期看将会面临创新源头供给不足的问题。一方面，大学或科研院所开展的基础研究往往以好奇心驱动为主，与产业距离较远，成果转化周期较长，不能满足企业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如果企业不进行基础研究，知识存储不足，就没有能力消化吸收外部基础研究的成果，尤其是其中的隐性知识，进而难以实现突破式创新[13]。企业从事基础研究不仅可以解决源头供给问题，还可以加速创新过程。企业对产业技术前沿理解深刻，更了解市场需求，可以开展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应用型基础研究，研究成果直接成为创新源头供给。如前所述，创新过程中每个阶段都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甚至是偶然因素，从而导致创新周期可能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各个阶段之间精准对接、减少反复则有可能大幅缩短创新周期。企业内部开展基础研究，则可与后续应用研究、试验开发等阶段形成有效衔接与及时反馈，减少沟通成本，进而可以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14]。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直接参与基础研究对企业非常必要，但企业也需要根据自身实际在自主研究与开放创新之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试验开发等各环节之间保持平衡，否则也会影响企业的持续创新力与核心竞争力。目前，学术界对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合适比列没有定论，企业需要借鉴标杆企业的先进经验，并结合自身所处行业特点和发展阶段进行积极探索。
3  中美R&D管理模式对比
基于以上理论层面的讨论，本部分将从R&D投入、R&D强度、各类R&D活动在全国占比、企业内部R&D经费支出在各类活动的分配等R&D管理的主要方面，对中美企业进行了比较分析，并讨论这些差异可能对创新造成的影响。
3.1  中美企业R&D投入和强度比较
R&D经费执行主体主要包含政府研究机构、高校、企业和其他四类。根据中美官方统计数据，2012-2021年间中美企业均是本国R&D经费的第一执行主体，且占比接近。其中，中国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全国占比相对稳定，为77%左右；美国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从69.7%逐年上升至77.3%（表1）。实际上，根据可获得的官方数据，中国企业自2000年以来R&D经费内部支出全国占比一直保持在60%以上，美国企业自1953年以来R&D经费内部支出全国占比一直保持在65%以上。可见，长期以来中美企业均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主体，进而中美企业层面创新模式的比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美国家层面创新的比较。
随着研发投入逐年增加，中国企业的多项指标已经上升至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企业。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21年中国企业研发支出为5 208亿美元，略低于美国企业的5 473亿美元，是日本的3.8倍，德国的5.4倍。根据《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数据，2012-2021年间中国内地入选全球研发投入2 500强的企业从93家增加至678家，跃居全球第二。在此期间，中国入选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也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从2012年的1.4%持续提高到2021年的3.6%，与欧盟和日本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基本持平。值得注意的是，2012-2021年间欧盟和日本入选企业数量大幅下降，而美国企业数量则基本稳定在800家左右;期间，欧盟和日本企业平均研发强度略有增加，美国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则从4.9%增加至7.8%，反映出美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始终保持高速增长状态，研发水平全球遥遥领先。综合来看，尽管我国企业整体研发水平进步很大，但与美国企业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
表1 中美企业R&D投入和强度比较(2012～2021)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R&D经费内部支出全国占比（%）
	中国
	76.2
	76.6
	77.3
	76.8
	77.5
	77.6
	77.4
	76.4
	76.6
	76.9

	
	美国
	69.7
	71.0
	71.6
	72.0
	72.8
	73.3
	73.7
	74.8
	75.8
	77.3

	研发投入
（PPP亿美元）
	中国
	2 141 
	2 412 
	2 612 
	2 736 
	2 989 
	3 218 
	3 566 
	4 013 
	4 522 
	5 208 

	
	美国
	2 586 
	2 780 
	2 955 
	3 212 
	3 416 
	3 589 
	3 962 
	4 451 
	4 842 
	5 473 

	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企业数
	中国
	93
	199
	301
	327
	376
	438
	507
	536
	597
	678

	
	美国
	658
	804
	829
	837
	822
	778
	769
	775
	779
	822

	研发投入强度[footnoteRef:1] [1:  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入选企业平均研发强度。] 

（%）
	中国
	1.4
	1.5
	1.9
	2.5
	2.8
	2.8
	3
	3.3
	3.6
	3.6

	
	美国
	4.9
	5
	5.2
	5.8
	6.2
	6.3
	6.6
	7
	7.8
	7.8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NCSES、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和OECD.Stat
3.2  中美企业各类R&D活动全国占比比较
数据显示（表2），中国企业在全国基础研究中的占比从2012年的1.42%上升到2021年的9.18%，尤其是增速尤为明显，显示出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基础研究领域开始发挥作用。同期，美国企业在全国基础研究中的占比则从2012年的18%上升到2021年的34.62%，意味着美国1/3以上的基础研究是由企业完成的，远高于中国企业占比。应用研究方面，2012-2021年间中美企业在本国承担的比例基本保持稳定，中国企业为22%左右，美国企业为58%左右，中美差距依然明显。应用研究方面，中美企业在本国承担的比例接近，均为90%左右。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美国企业不仅是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的主要承担者，在基础研究中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表2 中美企业各类R&D活动全国占比(2012～2021，%)
	研究类型
	国别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基础研究
	中国
	1.42 
	1.55 
	1.63 
	1.59
	3.17
	2.97
	3.07
	3.80
	6.52
	9.18

	
	美国
	18.00 
	24.65 
	26.50 
	25.86 
	28.71
	28.48
	29.86
	31.02
	32.51
	34.62

	应用研究
	中国
	20.56 
	19.64 
	22.54 
	21.54 
	22.89
	23.70
	26.39
	22.44
	20.50
	22.45

	
	美国
	58.46 
	57.87
	58.20
	58.07
	57.32
	56.34
	56.10
	58.28
	58.78
	61.06

	试验开发
	中国
	87.94 
	87.98 
	88.48 
	88.39 
	88.72
	89.25
	89.18
	89.08
	89.31
	89.72

	
	美国
	87.24 
	87.81 
	88.04
	88.68
	89.80
	90.28
	90.18
	90.48
	90.83
	91.30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NCSES、作者整理
3.3  中美企业R&D经费支出分布比较
从中美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结构看，2021年中国企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三种R&D经费支出的占比分别为0.78%、3.28%和95.94%，意味着中国企业投入到基础研究的经费不足1%，2012年甚至不足0.1%，用于应用研究的经费也只有3%左右，几乎将所有的R&D经费都投入到了试验开发上。2012-2021年间，美国企业R&D经费支出结构相对稳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三种R&D经费支出的占比分别为6%、15%和79%左右。相比而言，美国企业R&D三种活动类型的占比显然更加均衡。
表3 中美企业R&D三种活动类型分布比较(2012～2021，%)
	年份
	中国企业
	美国企业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试验发展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试验发展

	2012
	0.09
	3.05
	96.86
	4.40
	16.79
	78.81

	2013
	0.09
	2.75
	97.16
	6.05
	15.82
	78.13

	2014
	0.10
	3.13
	96.77
	6.44
	15.68
	77.89

	2015
	0.10
	3.03
	96.87
	6.12
	15.87
	78.00

	2016
	0.21
	3.04
	96.75
	6.60
	16.57
	76.83

	2017
	0.21
	3.21
	96.58
	6.31
	15.78
	77.91

	2018
	0.22
	3.80
	95.98
	6.55
	14.94
	78.50

	2019
	0.30
	3.31
	96.39
	6.54
	15.29
	78.17

	2020
	0.51
	3.03
	96.46
	6.70
	14.43
	78.88

	2021
	0.78
	3.28
	95.94
	6.68
	14.36
	78.96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NCSES、作者整理
3.4  中美企业R&D管理模式讨论
如理论部分所述，直接参与基础研究对企业非常必要，企业需要根据自身实际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等各环节之间保持适度平衡。美国企业的实践结果表明，这种均衡的创新模式不仅有利于创新源头知识供给，还有利于整个创新链条的顺畅发展，有利于缩短创新周期，更加符合“企业是创新主体”的定位。一方面，企业是整个创新链条所有环节的直接深度参与者，可以促进供给端和需求端的精准对接，减少供需匹配耗时。另一方面，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试验发展和生产推广，各个环节的主要参与者是一个主体，更有利于加速创新各环节的之间的反馈，降低交易成本和沟通成本。当然，这种创新模式也会产生一些不利影响，比如企业会更注重应用基础研究而不利于纯基础研究，容易造成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和内锁效应(lock-in)。所以，美国企业在注重内部研究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对高校、政府研究机构和其他研究机构的资助，尤其是基础研究方面，从而保障外部新知识的持续供给。
相比美国企业，当前中国企业R&D活动主要集中在试验开发阶段，应用研究投入很少，基础研究投入极少，对高校和研究机构在基础研究方面的经费支持几乎也可以忽略不计。从长远观点看，这种模式将导致原始创新能力薄弱、关键领域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严重制约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首先，基础研究投入过度依赖政府，可能造成基础研究总体投入不足，从而导致创新链前端知识供给难以保证。其次，企业自身不参与基础研究，也不支持研究机构和高校开展基础研究，进而无法引导基础研究方向，往往造成供给端与需求端不能精准对接，最终导致技术经济“两张皮”。再者，既便研究机构和高校供给的研究成果与市场端需求高度匹配，由于企业没有提前介入创新链前端，与研究机构和高校互动不足，从而导致各参与主体之间的沟通成本提高、各环节之间的反馈时间拉长，给创新过程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理论和实践均表明，直接参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等创新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并保持一个均衡的比例，是提升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必然选择。做到这一点，中国企业也可以成为全球领先的创新企业。华为的实践与成功就是最好的证明。华为每年在科研投入上很大，2022年R&D投入209亿欧元，研发强度达到24.3%，在《欧盟工业研发投资排名》中位列全球第五。2011年以来，华为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有15 000人左右从事基础研究，每年投入30-50亿美元，占R&D研发经费的10%以上。底层逻辑是，基础研究人员把金钱变成知识，再由60 000多产品研发人员把知识变成商品，从而换回更多金钱[footnoteRef:2]。 [2:  华为创新与知识产权白皮书] 

方向是明确的，道路是漫长的。我们必须认清当前大部分中国企业仍处于追赶阶段的事实，盲目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短期追求实现与美国企业相若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比例，既不现实也不科学。始于基础研究的创新，往往要经历几十年、上百年的周期。Gross等[15]发现能源技术从技术发明到大范围推广应用需要历时20～70年；Paul等[16]对16项生物技术领域的创新活动周期进行了研究，发现它们从科研成果到市场化推广成功平均历时25年，如果加上科研成果和技术发明之前的耗时，整个创新活动周期则更长。因此，中国企业优化创新模式、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注定也是一个较为漫长的渐进过程。
4.2  建议
为推动中国企业重视基础研究，实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互补均衡，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政府加大对企业基础研究的直接投入。除少数头部企业外，企业会将有限的自有研发资金投入到更靠近市场端的试验开发，因为靠近市场端的投入产生回报的速度越快且知识外溢效应越小。当前，中国企业R&D经费主要来自企业自筹资金，占比高达96%以上，导致用于基础研究的部分极为有限。美国企业R&D经费来源更加广泛，自筹资金占比不到80%，政府等其他资金来源对企业投资意愿相对较弱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形成了有效补充，有利于美国企业三种R&D活动保持一个更为均衡的比例。建议政府部门逐步增加对企业基础研究的直接投入，并要求企业同比例配置R&D经费用于基础研究。研究表明，政府基金直接资助有助于推动产学研合作并促进创新[17]。
二是完善支持企业基础研究的政策体系。财政补贴、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18][19]。在美国、欧盟、日韩等科技创新领先的发达国家，税收政策也是调节企业研发投入的有效手段。建议国家税务部门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和企业创新特点，建立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税收减免体系，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按照不同系数实施税收抵扣减免，加大在“卡脖子”关键领域进行基础研究的扣除力度。探索建立捐赠免税制度，鼓励个人、非营利机构等社会资本投入企业基础科研，弥补中国基础研究投入社会资本的参与不足的短板。
三是支持企业牵头打造产学研创新联合体。当前，我国基础研究资源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可以加速企业基础研究步伐，也可以避免路径依赖和内锁效应。然而，实践中产学研目标定位不同，责任边界、风险分担、利益分配等难以协调，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推动很难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20]。建议政府部门作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参与者和引导者，支持以市场和企业需求为前提，以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为纽带，推动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高效务实合作，真正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四是激发国有企业科技创新活力。经过多年的积累，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央企在科研基础设施、高端科技人才、科技技术积累、科技创新融资等方面优势明显，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然而，受体制机制等方面的约束，国有企业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仍有较大改善空间。建议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管理，针对科技创新企业或部门建立专门的考核管理体系，全面准确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在容错机制、评价机制、激励机制等方面大胆突破，全力破解国企科技创新面临的堵点、痛点、难点，充分激发国有企业科技创新活力。
五是择优借鉴标杆企业最佳实践。世界一流创新型企业在创新管理制度、创新文化塑造、创新投入结构、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开放式创新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值得中国企业深度研究和学习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标杆企业的创新模式与其所在国家的发展阶段、制度基础、民族文化等相适应，这些企业的成功经验并不能简单的照搬照抄。建议中国企业在借鉴世界一流创新型企业最佳实践的同时，深度结合中国的创新实践和企业的自身特点，力争形成一套符合中国企业的科技创新模式，让其对中国企业创新实践进行指导和引领，并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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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re

is

widespread

agreement

that

increasing

R&D

generally

is

critical

to

improve

the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he

pathways

from

R&D

to

innovation,

however,

is

a

more

ambiguous

question.

To

make

it

clear

,

t

his

study

,

first,

explores

mechanisms

linking

R&D

and

innovation,

and

it

indicates

that

striking

a

balance

among

basic

research,

applied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development

is

necessary

for

enterprises

to

build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Second,

a

systematic

comparison

of

R&D

management

between

US

and

Chinese

enterprises

is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US

enterprises

have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R&D

investment,

R&D

intensity

and

the

share

of

R&D

in

national

system.

The

share

of

different

R&D

activities

of

US

enterprises

is

more

balanced.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and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government

funding

support

to

enterprises,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and

benchmarking

best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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